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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lanning Strategy and Mechanism of Urban Renewal in Shanghai
上海旧区更新改造的规划策略与机制研究

迟英楠    CHI Yingnan

上海旧区改造经历了“365危棚简屋改造”和“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两个阶段。近年来很多成片里弄被拆除，城

市基底发生较大变化。梳理借鉴日本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在城市更新的政策法规制定、机构设置和组织实施等方

面的特色做法，为上海城市更新背景下的旧区改造中进一步保护传统历史文化风貌、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空间品质提

供借鉴。同时，从制度梳理角度论述上海旧区改造的规划策略与机制应用。最后提出确立差异化更新目标、优化实施组织

模式、完善规划工作思路与工作机制和建立地方法规体系等建议。

The transformation of old districts in Shanghai has gone through two stag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365 dangerous sheds and 

simple hous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wo-level old houses and below". In recent years, the demolishment of vast stretches 

of historical lanes has changed the urban landscap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 practices of Japan, Hong Kong (China) and 

Taiwan (China) in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institutions, and th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protect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eatures and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 

faciliti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old area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renewal.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lanning strategy and mechanism appl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research.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suggestions: establishing the objective of differentiated renewal, optim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organization mode, improving 

the planning ideas and working mechanism, and establishing a local leg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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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上海的旧区改造始于20世纪90年代，通

过改造危棚简屋，增加住房供应与商业、办公

等公共设施，中心城区在短短30年内改善了

原先基础设施不足、人口密度较大的状况。随

着旧区改造的推进，城市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

就，城市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已经

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名片与窗口。与此同时，

大量历史建筑被拆除以及作为城市底图建筑

类型之一的里弄建筑群被部分拆除，城市历史

风貌与街道肌理发生较大的变化。

为落实改善民生要求，注重风貌保护，完

善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城市空间品质，上海旧

区改造经历了由“拆改留”向“留改拆”理

念的转变。

1   上海旧区改造情况

1.1   旧区改造整体推进情况

1992年上海第六次党代会提出，上海旧

区改造工作目标是至20世纪末要解决本市



城市研究 | 67 

365万m²危棚简屋改造。经过近20年的努力，

上海市委市政府于2000年宣布本市基本完成

“365危棚简屋改造”。为继续加快推进旧区改

造，上海市、区相关部门开展了成片成街坊二

级旧里以下房屋调查，并将成片二级旧里以下

房屋改造作为上海市旧区改造的重点①。

2015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三五”规划明确，“十三五”旧区改造目

标是完成中心城区二级以下旧里房屋改造

240万m²②。近几年旧区改造工作力度持续加

大，其中2018年全年完成约42万m²的旧区改

造任务，2019年全年完成约55万m²，2020

年全年完成约75万m²。至此，上海已提前超

额完成“十三五”制定的旧区改造工作目

标，“中心城区二级旧里为主的房屋征收达到

266万平方米”③。

1.2   旧区改造范围内历史风貌保护情况

旧区改造工作能快速解决原址居民的居

住问题，客观上解决了很多民生问题。同时动

迁、拆除低层旧房，以及新建高层建筑的高强

度开发建设，是以往旧区改造工作比较普遍的

做法，城市风貌因此受到一定影响。上海市领

导曾提到，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工作存在“三重

三轻”，即“重建筑、轻风貌，重局部、轻整体，

重外表、轻功能”的现象[1]。

据统计，1949年全市有9 214条里弄[2]。

但根据调查，截至2012年，上海市现存里弄建

筑总计1 905处，其中旧式里弄1 210处，新式

里弄551处，公寓里弄与花园里弄分别为11处

和133处[3]。2016年，上海开展的50年以上历

史建筑普查工作结果显示，上海市中心城区50

年以上历史建筑的建筑面积约为2 559万m²，

其中里弄房屋建筑面积约813万m²，而需要保

留保护的约730万m²④。为加强上海市历史风

貌抢救性保护工作，原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

管理局（现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分别

于2016年、2017年向市政府申报批复了上海

市第一、第二批风貌保护街坊，其中近200片里

弄住宅街坊被纳入法定保护范围，部分旧区改

造地块也被纳入其中。

1.3   旧区改造地块存在布局与配套等难题

旧区改造地块基本处于上海市中心，区

位优势明显，总体推进较为顺利。但随着旧区

改造进入收尾阶段，剩余地块的实施还存在

很多难点。首先，旧改地块布局比较分散，其

中虹口区除提篮桥风貌区北侧是比较成片的

区域以外，其他地块多分布零散，成片建设难

度较大。其次，存在历史毛地旧改地块，出让

多年未启动征收，个别还有被法院查封等问

题，情况比较复杂。最后，旧改地块自身改造

条件有限，同时有些地区周边公共服务配套

等比较匮乏，改造地块承接配套要求较高，

资金平衡比较困难。如何平衡经济、社会、文

化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开展城市更新的主要

难题。

2   国际经验

住宅区是一个城市的“重要底图”，它决

定着城市的历史基因。阿尔多•罗西[4]在《建筑

类型学》中提出，城市中主要的两个持久物是

住宅和纪念物，即城市住宅区和纪念性建筑

（构筑物）。住宅区可以保持若干世纪，其中的

个体房屋则是经常变化的。这些区域承载的是

民俗传统，它们将文化以及人们的需求、梦想

和情感不自觉地物化为具体物质形态[5]。

基于东亚地区人口密集、生活习惯和历史

传统观念等存在共性的情况，选取日本、中国

香港和中国台湾作为案例，梳理城市更新相关

政策法规、规划和机制等方面的经验与做法。

2.1   日本

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振兴经济、

调整城市功能及产业结构，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现代都市意义上的城市更新活动。纵观其发展

历史，日本早期以清除贫民窟等年久失修的建

筑为主，随后逐步发展为区域性商业复苏及集

中住宅的改造。21世纪初，日本城市更新理念

逐步由“基于规划”向“基于项目”转变，在

坚持地方政府、企业开展自下而上社区营造的

同时，自上而下推动国家层面重点地区、大规

模的更新活动[6]204-205。

2.1.1    政策法规

日本在城市更新的历程中，结合实践逐

步建立起从宏观到微观的城市更新法规体系。

其中《建筑基准法》 《城市规划法》等规范类

规划法对特定地区、高度利用地区、再开发促

进区等区域内相应规模的建设活动，提出因基

础设施建设、环境改善等要素可有限放宽容积

率、建筑密度、建筑控高的规划要求。2002年，

日本颁布《都市再生特别措施法》，同时修订

《城市规划法》，城市更新从区域、企业行为上

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法规还补充了“城市规划

提案制度”，准许土地所有者、非营利机构及私

人开发商在经2/3土地所有者同意后，可向地

方政府申请提出或修订市镇规划[6]205-206。

2.1.2    政府组织及主要参与机构

日本参与城市更新的实施主体包括地方

政府、公共性组织、企业及个人等，其中开发商

是在实施主体认为需要时作为合作伙伴被引

入的。21世纪初，为加强国家战略层面更新

制度与项目的建设，日本在中央政府层面成立

都市再生本部。原首相小泉纯一郎亲自担任部

长，组织讨论、确定国家层面城市更新的基本

方针及政策法规等[7]。

近年来，UR都市再生机构（Urban Renai- 

ssance Agency）是日本较大体量的城市更

新项目的重要组织者之一。该机构介于政府与

民间组织之间，中央政府指派其最高主管，并

拨付相关预算。项目推进过程中，UR机构主

要负责搭建整体运作框架，在政府和产权主体

间起到沟通协调作用。它拥有独立的人事权，

提供独立的专业技术支持，运营需自负盈亏[8]。

UR机构在实践中探索出启用较小用地面积

（约1 hm²）的种子基地，在邻近区域实施“连

锁型”接力式更新[9]，既延续原城市空间与人

的结构，又对数十倍于原种子基地用地面积的

区域实现了整体更新。

2.1.3    都市再生特别地区

基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现状，日本为进

一步改善城市结构、提升影响力，积极开展

“城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域”“都市再生特别地

区”等据点式更新活动。日本都市再生本部遴

①来源：上海旧改超额完成“十三五”目标，今年征收量相较去年继续大幅增长，2020年12月11日，上观新闻，http://sh.people.com.cn/n2/2020/1211/c176737-
34468865.html。
②来源：从旧区改造到城市更新 上海旧改模式升级（上），http://www.pinlue.com/article/2018/08/0714/156722633113.html。
③来源：“十三五”房屋征收达到266万平方米 超额完成，上海旧改“一快两高”，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5403212524664672&wfr=spider&for=pc。
④来源：中心城区730万平米里弄将保留 研究出台风貌开发权转移机制，http://www.kankanews.com/a/2017-07-12/0038068370.shtml，2017-07-12。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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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符合战略层面都市再生目标方针以及近期

具备开发转型条件的地区，在全国划定了“都

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域”⑤。依据《都市再生特

别措施法》，行政单位、企业或社会组织可在

“都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域”内，向地方政府申

请一定规模都市再生特别地区项目以及整备

规划和安全保障规划[6]207-208。特别地区项目不

设统一的标准，施行“一地一策”，其中对区域

性公共设施建设有利，以及独创的城市魅力、

能源保障、城市安全防灾及地球环境等是项目

审查的要点[10]22-23。

项目被认定为特别地区项目后，取消区

内现有的土地用途、容积率、建筑密度、高度限

制及建筑控制线、日照要求等城市规划规范性

控制要求，规划技术指标由开发商与地方政府

协商决定，同时允许在项目范围内合理转移容

量[6]209-210。对开发建设者提出的项目规划提案，

东京都等地方政府建立以规划管理为主的城

市再生特区审查制度，在审视开发商是否具备

资金筹措、推进项目实施能力的情况下，在规

定时间内决定是否启动规划审批法定程序；同

时协调其他相关局、地方政府、项目业主及机

构进行一站式审批，加快推动项目实施[10]22-23。

2.2   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地区

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城市更新历史演变各

有不同。香港因其高密度发展的背景以及保护

原产权人、承租使用人利益的法定要求，1960

年代以来，从最初政府采取“积极不干预”政

策的市场主导模式，到土地发展公司时期政

府的有限度介入，再到成立香港市区重建局

（URA，以下简称“市建局”），政府积极参与的

新思维时期，城市更新策略在不断完善[11]65-66。

台湾的城市更新以台北市为主要发展区域，其

总体演变是从以政府为主推进，到奖励民间投

资，再到公私合作投资的过程。

2.2.1    政策法规

（1）中国香港

20世纪80年代，香港通过《土地发展公司

条例》，支持成立公私合营性质的“土地发展

公司”（以下简称“土发公司”），针对建筑状况

较差且缺乏卫生设施的旧区，开展以商业开发

为主的“土发”模式的更新项目。2000年，香

港颁布《市区重建局条例》，明确市建局的定

位、作用以及权力与义务，进入政府积极参与

城市更新的新时期。在此基础上，香港制定《香

港城市更新策略》和《市区重建策略》，提出

4R更新策略，即Redevelopment（重建发展）、

Re-habilitation（楼宇复修）、Revitalization（旧

区活化）、Reservation（文物保育），综合运

用资金支撑、土地政策等手段为旧区带来新活

力[11]66-67。2017年，市建局新增第5个“R”策

略，即Retrofitting（改造重设），主要修缮现存

老旧楼宇，并对其周边空间布局和配套设施等

进行综合提升和改造[12]。

（2）中国台湾

台北市1973年修订《都市计划法》，增加

“旧市区更新”专章；1984年修订《台北市都市

更新实施办法》，增加“奖励民间投资兴办都市

更新建设事业”专章；1998年公布《都市更新

条例》等，为台北市城市更新的持续推动提供法

律制度保障[13]。针对历史保护地区、历史特色建

筑群等特色资源地区，通过《文化资产保护法》 

《古迹地区容积移转办法》等专项法规的相关规

定，为地区城市更新项目提供实施依据[14]107。

2.2.2    政府组织及主要参与机构

（1）中国香港

市建局是相对独立的法人机构，其决策

层人选由香港特区政府任命。政府对其具体

业务干预较少，决策权交由该局董事会进行，

该局财务独立核算并接受年度审计。为避免

碎片化更新，市建局聚焦9个重建目标区的大

型项目及周边地区，在香港特区政府的规划、

土地、建筑等部门全程参与指导下，运用多种

策略、按计划协同推进片区城市更新工作。项

目在规划审核、土地整合完成后，市建局可自

行或与开发商合作开发，也可再按公开拍卖

或招标的途径向私营开发商出售土地。市建

局不仅有力推动了香港市区的更新，在片区

更新中起到总体统筹和基础保障的作用，也

进一步摆脱了“土发”模式单地块、单项目

盈利的思维⑥ [15]7845-7849。

（2）中国台湾

1975年，台北市政府成立“居民住宅处”，

推动老旧宿舍和村社的更新改造；2004年，

成立都市更新专责部门，负责推动城市更新；

2010年，台北市提出“活力、效力、宜居、和

谐”4大更新发展目标。为顺应古迹保存活化、

社区营造与艺术文化活动的需求，台北市同年

开展了URS（Urban Regeneration Station，都市

再生前进基地）行动计划，以创新文化为出发

点，发挥NGO与民间投资的创新力量，“自下

而上”凝聚社区共识，让历史建筑焕发新生，

同时激发街区的更新发展[16-17]。

2.2.3    城市更新的机制保障

（1）中国香港“连系地盘”推进机制

为调和公众利益和个体利益矛盾，统筹社

会、经济、环境效益，香港部分城市更新项目采

用“连系地盘”推进机制。针对既有较高建设

容量的现状，对于城市更新中投资回报不确定

盈利的建设项目，由香港特区政府与开发商签

订协议，将其他空置土地也一同批租给同一家

开发企业，通过有利润项目与无利润的旧区更

新项目捆绑组合，解决单地块项目开发可能造

成亏损的问题[18]。

（2）中国台湾容积率奖励、转移机制

台北市更新政策中的容积率奖励与容量

转移措施，为民间资本、业主的更新活动提供

了较大动力。针对更新单元内提供更多公共设

施、公共空间或保留原历史风貌及扩大更新单

元规模、缩短更新时序等有利于推进城市更新

整体规划的，明确可给予一定限度的容积率奖

励。台北市容积率转移机制设计较为灵活，规

定可根据市场需求对容积转移量与转移次数

做出适当调节，项目规划方案中包括一次性转

移和多次转移，即计划实施更新的地块无法承

载的容量可一次性转入一个基地，也可同时分

多次转入多个基地。如某些接收容积率的基地

无法一次性全部接收，可以也仅可再转移一次

原基地未利用的剩余容量至其他地块[14]107-109。

3   上海旧区更新改造的政策机制

2015年，上海出台《上海市城市更新实

⑤截至2015年7月，日本全国共63个“城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域”，约8 372 hm²；其中12个为需要特别强化国际竞争力的“城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域”，约3 894 hm²[10]25。

⑥市建局成立8年时间实施建设的项目涉及用地面积约20 hm²，总建筑面积约130万m²，而土地发展公司在近10年时间内，总建设量（建筑面积）约为7.32万m²[15]7845。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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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对提升城

市功能、公共服务配套、加强历史保护和改善

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建设活动给予开发权奖励

等政策支持。政策重点是项目在符合一定条件

下，可以调整用地规划性质、增加建筑高度，以

及给予一定比例的建筑面积奖励等。根据《实

施办法》细则，该文件适用于公共活动中心区、

历史风貌地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老旧住区，

以及产业社区等地区，但旧区改造、城中村改

造等未纳入其中。为贯彻“上海2035”总体规

划中“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的目

标，在研究借鉴《实施办法》的基础上，针对

旧区改造地区征收成本上涨、地块开发经济收

益不可控等特点，上海市以“留改拆”为理念，

在规划土地法规政策、组织方式、实施机制等

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助推新一轮旧区更新。

3.1   规划土地政策

3.1.1    规划政策

一是开发容量奖励。在《实施办法》及其

细则基础上，2017年上海市政府印发《关于

深化城市有机更新促进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的

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2018

年原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印发《关

于落实〈关于深化城市有机更新促进历史风

貌保护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划土地管理实施

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针对历史风

貌保护地区，即历史文化风貌区、风貌保护街

坊，为促进历史风貌保护和居民生活环境改

善，明确对确需保护保留的新增历史建筑，可

给予建筑面积奖励，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建设主

体的参与意愿。

二是开发权转移。《若干意见》针对风貌

保护地区提出建立开发权转移机制，《实施细

则》细化规定，因历史风貌保护需要难以按照

已批规划容量实施的，允许进行开发权转移，

并优先在邻近区块和本行政区内平衡。

三是放宽部分技术规范。2019年《上海

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经

修正新增第二十二条，规定“确因历史风貌保

护需要，建筑间距、退让、面宽、密度等无法达

到本市规定的，可以经专家委员会论证后，由

市规划资源管理部门确定具体规划指标”，为

保护历史建筑、区域历史肌理提供了法定技术

支撑。

3.1.2    土地政策

《实施细则》提出，法定风貌保护范围的

地块与其相邻地块组合为风貌保护项目的，风

貌保护用地占项目总面积达到50%以上的，可

采取保留建筑物带方案定向挂牌方式出让；同

一行政区的法定风貌保护范围内的地块，可组

合形成风貌保护实施项目，面积达到一定比例

的，可以带方案定向挂牌方式出让。

为妥善处置旧区改造“历史毛地出让地

块”，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合相关部门出

台了旧区改造“历史毛地出让地块”的处置意

见，规定历史毛地旧区改造地块可以由原业主

继续开发，或经程序变更开发单位、政府收回重

新供应，以及将储备地块与旧区改造地块、“历

史毛地出让地块”组合等方式，推进其实施建

设。《关于本市旧区改造中“毛地出让”地块处

置若干政策口径的意见》还规定对于历史遗留

“毛地出让”地块，各区应结合地块实施进度、

被动迁居民意愿、政府财力等实际情况综合研

究，采取“一地一策”方式稳妥推进。

3.2   主要机构与组织

为增强市级旧区改造工作的统筹力度，上

海市委市政府强化市政府领导小组作用。领导

小组下设旧改办公室的成员中，除原住建、房

管部门以外，还包括发改、财政、规划土地等市

级职能部门，以及黄浦、静安、杨浦、虹口4个区

旧改部门和国有企业地产集团等。旧改办公室

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年度计划、认定旧改区域，

组织各区清查旧改区域人口及建筑面积情况，

与各区、市级相关部门、企业协商开展征收、研

究融资渠道等。

上海市规划资源部门在旧改工作中主要

负责组织风貌评估、研究规划方案及土地供应

路径等。2018年末至2019年初，上海市规划

资源局按照规定，全面组织开展并完成风貌保

护街坊评估工作，为相应地区旧区改造规划调

整及实施方案的编制起到较好的指导作用。上

海市发改、财政等部门研究相关资金、财政等

政策措施与实施路径。

为加强市区功能企业力量整合，上海地产

集团成立上海市城市更新中心，作为全市统一

的旧区改造功能性平台，探索旧改新政策、新

机制。上海地产集团全资子公司上海城市更新

发展公司与黄浦、杨浦、虹口、静安等4个区的

区属国企分别按比例投资成立区级城市更新

公司，协同推进各区旧改地块的改造实施⑦。

3.3   实施机制

针对此轮旧区更新改造实施存在时间紧、

征收成本高、资金周转压力大、风貌保护要求

高等情况，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联合各相

关区通过引入多样的实施主体，明确前提要

求，优化规划管理程序与供地方式等，建立旧

区改造工作实施机制。

在实施主体方面，除市、区储备以及毛地

原主体组织实施外，还包括按程序遴选企业参

与旧区改造，进一步调动市场力量。在项目出

让方面，根据《实施细则》，对于项目周边不具

备独立开发条件的“边角地”“夹心地”“插花

地”等零星土地用于经营性开发的，可采取扩

大用地的方式结合历史风貌保护主体项目进

行整体开发。

根据2020年出台的《关于支持旧区改造

土地管理有关工作意见》，各区在实施主体及

征收意愿征询同意比例符合要求等前提下，按

程序可出具《旧区改造项目地块预供应意见

书》，支持实施主体提前介入，进一步挖掘区位

优势与土地资源价值，提前参与规划编制与方

案研究。将原来旧改征收后再开展规划研究的

串联式做法，调整为旧改征收与规划研究同步

进行的并联式做法，缩短了项目从启动征收到

规划实施的周期，减轻了企业资金压力，进一

步提高旧改地块更新效率。

根据上海市有关旧区改造实施要求，改造

方式既有“留房留人”修缮改造，也有“征而

不拆”原有建筑保留，征收完成后按规划要求

实施保留保护改造和利用的做法，为房与人相

⑦来源：上海创新旧区·改造模式功能性国企跑出旧改加速度，https://ishare.ifeng.com/c/s/7qhsWRb53Y7。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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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的征收方式提供政策支撑。

上述政策措施在各区开展的旧区改造项

目中已逐步得到应用。例如，在静安区安康苑

项目中，通过容积率的奖励与转移、放宽地块

内部建筑控制规范管控、“征而不拆”等政策，

区域整体功能得到转型提升；同时该区域历史

街巷格局、较大规模的石库门建筑群以及地块

历史肌理等，也得以保留、修补和重塑。在静安

区洪南山宅项目中，市、区联合组成平台公司，

以旧改地块为切入点，结合周边地块优化街坊

的用地布局，适当提高建设容量，保障公共服

务设施和基础教育设施落地，既兼顾了区域更

新的可操作性，也提升了该地区公共服务整体

水平和地区综合品质。

4   对旧区改造工作的建议

上海正面临发展机遇期，上海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

目标纲要中提出，本届市委市政府任期内计划

全面完成中心城区成片旧区改造任务，同时将

力争加快完成中心城区零星旧改，旧改任务比

较艰巨。在上海城市更新工作已有成效的基础

上，结合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经验，

在实施思路、规划措施等方面提出建议。

4.1   确立差异化更新目标

上海中心城区在城中建城的背景下，可以

借鉴日本和中国香港的经验，采取系统化、精

细化策略有序推进，契合城市发展战略目标，

在区域与地块（或建筑）两个层面分类施策，

明确旧城改造项目的规划设想。

一方面，借鉴日本“城市再生紧急整备地

域”“都市再生特别地区”等据点式发展思路，

上下结合明确更新发展目标。规划层面自上而

下、审慎划定城市更新发展的重点地区，提出

相应政策。同时在这些区域内，区级政府或社

会组织、企业等结合旧改地块适度放大研究范

围，围绕挖掘地区特色、解决迫切问题等，学习

日本注重传统产业与高科技相融合、同时积极

发展新兴产业的发展理念，自下而上提出区域

更新方案，明确改善区域公共设施、环境品质、

形成区域特色以及提升城市影响力等目标。

另一方面，针对单地块质量、设施、环境

较好的更新项目，在符合总体发展目标的前提

下，可在尊重原住民意愿的基础上，参考香港

5R的理念，修缮老旧住宅楼宇，并对其周边公

共空间组织和配套设施等进行合理提升和改

造，增强地区活力。

4.2   优化实施组织模式

（1）加强市、区协作。市级部门围绕发展

目标，形成合力，统筹旧改更新的总体结构、布

局；区政府加强主动性，着眼于本地区区域特

色。涉及市、区联合储备及区储备旧改项目的，

探索提前引入市场主体进行方案比选，形成符

合规划导向且可实施的方案，政府负责基础保

障研究与落实。市、区联合还可进一步研究解

决单一行政辖区无法解决但市级层面可以统

筹的配套设施、道路以及资金转移等问题。

（2）发挥企业（或组织）平台优势，统筹

产出利益分配、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不同业主产

权等问题。进一步加强市级国有企业优势，在

因风貌保护、地块零散等原因导致原规划容量

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可借鉴香港“连系地盘”

经验，借用该平台相对平稳地推进各区域容积

率转移、地块捆绑开发等政策应用。国有企业

在参与旧改中，可以借鉴日本UR或中国香港

市区重建局等平台做法，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

见，解决地区基础配套设施、可支付住宅等问

题，起到基础保障性作用。

随着城市更新的持续推进，地方政府置

换、征收或收储成本逐渐增加，业主也存在不

愿放弃原有产权、区位优势的情况。企业平台

可以学习日本连锁型开发、运用小规模资金撬

动地区更新的模式，围绕协调各产权人利益而

形成的区域更新规划愿景，探索启用有限资金

及以“种子基地”——以较小用地范围的开

发建设为起点，带动规划范围内相邻街坊地块

接力式、渐进式更新，使原业主（原住民）能

够在地区更新建设后，留在原区域继续工作、

生活。渐进式更新使地区基础设施与环境得到

改善的同时，创造出更多增值空间，既可以延

续地区传统与社会环境，又能够促进城市的长

期可持续发展。

（3）搞活企业实施方式。平台企业（或组

织）可学习、借鉴香港市区重建局的做法，在

项目规划确定、土地整理完成后，探索引入各

领域的专业化房产开发企业（包括民营企业）

共同开发或转让开发，既平衡时间与资金成

本，也保证地区开发建设的品质。在市场化、多

样化推动地区发展的同时，平台企业（或组织）

为地区的公共管理打好基础，保障地区今后的

运营、治理与发展。

4.3   完善规划工作思路与工作机制

规划工作思路方面：一是参考日本“都市

再生地区”的做法，规划以愿景描述为主，在

确保交通、配套合理的前提下，适当弱化规划

规范性指标的管理要求，进一步释放区域空间

潜力。二是借鉴中国台湾容积率管理措施，研

究形成容积率奖励与区域转移的操作规则。各

区在旧区改造推进过程中通过锁定差异化目

标、“区域平衡”相关技术指标，实现对历史风

貌保护地区的有效保护，完善公共服务水平，

提升地区更新价值。

规划相关工作机制方面：一是在政府确定

的城市更新重点地区，探索允许企业（试点从

国企开始）在一定比例业主同意的前提下，申

报规划愿景、方案，规划资源部门牵头统筹相

关部门，审核规划愿景要点，研究确定规划指

标及管理要求。二是针对风貌保护等地区要素

复杂的情况，探索以实施方案确定相应规划指

标的规划实施机制。在规划研究前期，加强设

计方案研究，可试点将审定方案附图直接作为

出让条件附件，以带方案出让方式供地，做好

与土地、项目审批的衔接。三是挖掘上海的历

史文化价值，发挥上海历史风貌保护“三驾马

车”及规划统筹的优势。对具有保护、保留身

份的公共房屋，可以借鉴台北市URS行动计划

的思路，以规划为引导，联合相关部门及地方

政府，利用资产优势，探索植入文化功能、培养

文创产业，形成特色化区域效应，进而带动周

边的更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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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建立地方法规体系

借鉴日本与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地区的

经验，在上海城市更新政策法规体系中进一步

完善旧区更新改造活动的内容。一是对应规划

与土地管理等上位法，在已经开展的城市更新

条例中明确旧区更新改造的目标、范围、要求

与程序。在今后更新活动开展的过程中，及时

总结、提炼旧区更新改造相关政策文件与工作

经验，修正城市更新地方法规。二是及时修订

文物、房管等相关法规与技术规范。对规划、土

地，以及文物、房管、绿化等与城市更新相关的

法规规定及技术标准进行统筹修订，为实施城

市更新条例提供相匹配的规定与标准。

上海旧区改造工作已进入城市更新的快

车道。随着进一步多元化推进旧区改造工作、

优化完善组织模式与规划思路，实践中进一步

总结形成法规与制度，上海市将进一步提升旧

区改造工作成效，提升城市能级与影响力，塑

造上海的“文化品牌”，以期为全国旧区改造

工作提供上海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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